《郧县高庙东良姚氏宗轴》解读
郧县一中　邢方贵
郧县高庙东良姚氏家族，有清代嘉庆八年（1803）所立迁郧始祖姚碧荣墓碑。碑中记载了姚碧荣祖籍、职业、迁郧时间及他的子孙配偶等（详见《郧县高庙东良姚碧荣墓碑解读》）。

姚碧荣墓碑是清嘉庆八年（1803）所立。距今已是206年（1803—2009）。在这两百多年里，姚碧荣所蕃衍的东良姚氏家族经历了清朝108年（1803—1911），中华民国38年（1911—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1949—2009）。在这三个朝代中，姚氏经历了什么的兴衰变故，置备了多少地产、房产、商铺，有多少人读书求取功名当了官，有哪些支系迁徙外地……现今东良姚氏家族的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大体能说清的是解放前一二十年和解放后六十年的状况。至于清代百十多年，民国之初一二十年姚氏的变化状况，便都不甚了了。我们只能根据姚碧荣墓碑所记推断：姚碧荣经商十分成功，所以有眼光有能力买了东梁保姚家营这一片山水，为他的子孙奠定了良好的生存发展基业。他的独子姚全义大约是帮他经商。姚全义有两位夫人魏氏、孙氏。碑中刻记姚全义有六位儿子，嘉庆八年（1803）时都已成家且“俱业儒”——读书考秀才、举人、进士。说明当时姚碧荣、姚全义父子的家业已经很大，姚氏第三代姚萃、姚荚、姚芝、姚菊、姚兰、姚英都已不再从事商业活动或农业活动，而是成家立业后还在以读书为职业求功名，求当官。这反映了姚碧荣、姚全义父子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也反映了他们家族的经济实力之强！而这六人中，必有人读书成功而当了官！
所以，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东良姚氏应该是家庭殷实、人丁兴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

天下大势，盛极必衰。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便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代，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慈禧太后的专权妄为，都使清王朝急剧没落。国家衰败，家族必不振。姚氏家族在最近百十年里，大约也是支派繁衍增多而家业不兴。看看改革开放前的姚家营，既无豪宅大户，也不见石门石凳，雕梁画栋，大约可推知其衰落。

但是，这一切只是推断，至2008年东良姚氏举办第一次清明祭祖大会时，此处除姚碧荣墓碑外，没有任何物证来说明姚氏两百多年的兴衰迁演！

我据姚碧荣墓碑所记推想，姚氏历史上绝对有他的繁荣鼎盛期。所以，我建议姚氏家族展开调查。
一是可以到姚碧荣祖籍襄樊宜城姚家湖去寻根问祖。襄樊宜城姚氏在清代乾隆盛世应当是富户。而清代在中国历史上修谱达到鼎盛时期，大姓人家都修撰系列家谱及宗祠。若襄樊宜城姚氏修有姚氏家谱，那么按清代修谱定规，姚碧荣虽迁居郧阳，但每隔三年或五年，他们要写信或亲自回原籍把郧县东良姚氏的人口变化等情况报告族长，以便祖籍修谱时采用，编入《姚氏宗谱·郧县东良姚碧荣支系》。
如果襄樊宜城有《姚氏宗谱》且无散失，就一定会有东良姚氏的大量资料、信息。

二是在东良姚家营及从这儿迁往白桑、刘洞、梅铺等地的姚氏家族展开全面的调查。座谈，访问，查找古坟、古碑、宗轴、家谱、田契、房契、入赘、分家契约等。发掘姚氏过去二百余年的历史，丰富即将编撰的《东良姚氏宗谱》。

此外，在2008年清明祭祖活动期间，姚氏老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疑点：姚碧荣墓碑上刻记的是六个孙子（“生丈夫子六，俱业儒”），但祖辈传说应该是“老七门”。那姚碧荣的第七个孙子是谁？在场的姚氏族人谁也说不清！
所以，姚碧荣墓碑所记虽有着丰富的重要信息，但不能解答姚氏的派系疑问。必须查找新的资料。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清明会后不久，姚氏族人便在姚家营姚自学家找到了姚氏宗轴。

宗轴是封建时代记载宗族历代先祖及配偶姓名，在清明或其它祭祀日张挂于祠堂（或族长家中正屋正间正北方墙壁）上，供族人祭祀先祖用的图表。大多是布质的，也有纸质的。布质的上下端有可穿木杆或竹竿的套，纸质的在装裱时贴有木条，以便展开悬挂。祭祀仪式后，宗轴可卷起来保管。
宗轴无论是布质或纸质的，除分栏记载历代祖宗及配偶姓名外，上方或中间则大都彩绘始祖夫妇坐像、桌案香烛、童男童女以及像征长寿的鹿鹤类。有的在宗轴两边还有对联。如河南偃师邙岭乡牛庄丁氏祠堂宗轴对联是：

会读书耕田即是尊祖敬宗

能保国友家便为孝子贤孙

湖南桃源武氏宗轴对联是：

堂上高坐先世迁祖  祠宇辉煌

阶下敬跪后裔子孙  衣冠济美
郧县五峰乡杨氏宗轴对联是：

承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赐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

姚氏宗轴没有对联，但始迁祖画像、童子鹿鹤、纸烛香案俱备。布质。幅面99×69厘米。上端略有残损，但字无缺略且字迹清楚。

那么，这份珍贵的姚氏宗轴带给了我们哪些信息呢？

一、它按姚氏派语“显（现）、玉、碧、全、萃……”记载了姚碧荣的祖父姚现龙（夫人刘氏）、父亲姚玉英（夫人宗氏）。这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姚碧荣之上的先辈，也为我们到祖籍襄樊宜城姚家湖寻根问祖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它解决了“老七门”之说——姚碧荣果然是有七个孙子。他的第七个孙子名姚蕙（夫人李氏）。姚蕙应当是姚全义的小夫人孙氏所生。在姚氏嘉庆八年（1803）为姚碧荣立碑时，他还没出生。所以当时姚碧荣墓碑上只刻记了六位孙子萃、荚、芝、菊、兰、英而无姚蕙之名。
换句话说，他出生在嘉庆八年（1803）之后。

三、姚氏宗轴按姚氏派语“显玉碧全萃、安治焕锡……”记载了姚氏九代先祖。其中在东良姚家营生存繁衍的是自姚碧荣为始迁祖的七代人。宗轴共录记76人，其中男性41人：

	显（现）
	玉
	碧
	全
	萃
	安
	治
	焕
	锡（西）

	↓
	↓
	↓
	↓
	↓
	↓
	↓
	↓
	↓

	1
	1
	1
	1
	7
	4
	14
	9
	3


这里面就该注意的是，姚碧荣之孙辈姚萃等七人都有配偶。按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安”字辈不应该只有4人。一种原因是“安”字辈女性多；但更大的可能是，姚萃兄弟“俱业儒”，读书考功名求官。当了官就徙居外地，不在郧阳境内。姚萃七兄弟中，老五姚兰，老六姚英，老七姚蕙后人都不在郧阳境内（至于到外地做官，还是迁徙外地务农经商不敢妄揣）——因为宗轴所记“安”字辈四人分别被标明是长房（姚安堂）、二房（姚安顺）、三房（姚安泰）、四房（姚安平），没有五、六、七房的“安”字辈。 
四、该宗轴所记的末两代“焕”、“锡”辈，并不是当时东良姚家营“焕”“锡”辈的全部人员。因为宗轴上所写的人，是已经故去的人，供后辈儿孙在祠堂祭拜的。前面所引湖南桃源武氏宗轴对联说得明白：“堂上高坐先世迁祖，祠宇辉煌；阶下敬跪后裔子孙，衣冠济美。”

姚氏宗轴所记最后一代是“锡”字辈四人。估计当时姚家营还有“焕”、“锡”辈的人，但活着的人是不能写入宗轴供后人拜祭的。
中国封建社会撰写国史、方志、家谱，有一个定规是“生人不立传”——活着的人不写传记。要等“盖棺论定”——死了才能品量一个人的一生。活着的人可作为孝子孝孙刻入先人墓碑，可编入家谱，就是不能写入宗轴。
五、从姚氏宗轴所记载的人员状况看，它大约制作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因为按姚家营现仍健在的“锡（西）”字辈姚西银（90岁）、姚西龙（69岁）来推算，该宗轴所记的已故的最后辈份是“锡”字辈。他们应该生活在同治（1832—1874）、光绪年间（1875—1908）。此外，从我历年所见到的清代祠堂、家谱、宗轴来看，大部分是光绪十几年所修所制。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姚氏宗轴是清光绪年间所制，距今也是百十余年了。
六、姚氏宗轴有一处严重笔误：宗轴所记第四栏“焕”字辈，应该是第八世，但此栏“姚焕然”姓名之上却标注“七世”。 而姚氏第六世“安”字辈、第七世“治”字辈已经在宗轴第三栏并列出现。
七、姚氏宗轴所记录的九代先祖，特别是始迁祖姚碧荣以下七代生活在东良的先祖人数及配偶状况，从侧面反映了东良姚氏自嘉庆八年（1803）到光绪约百余年（1803—1908）间的兴衰状况。

1、从姚碧荣、姚全义到姚萃兄弟七人这三代，是姚氏在郧县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清代最繁荣昌盛的乾隆盛世及其后的嘉庆时期。中央政府鼓励各省的人到郧阳开发，且在赋税方面给予很大优惠。所以姚碧荣、姚全义父子的生意做得很大，姚家营开设有姚氏庄房。第三代姚萃兄弟不再经商、务农，专心读书求取功名（“俱业儒，方兴未艾”）。
这一时期，东良姚氏应该与祖籍宜城姚家湖保持联系，并修有正规家谱。所以，从姚碧荣的祖父姚现龙到姚碧荣的孙子姚萃兄弟七人共五代（显（现）、玉、碧、全、萃）人的姓名、配偶、房份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2、到了第六代“安”字辈、第七代“治”字辈，东良姚氏开始走向衰落。第五代“萃”字辈姚萃兄弟七人都有配偶，应该是“姚氏七房”，但第六代“安”字辈只记载了一、二、三、四房各一人及配偶，没有五、六、七房的“安”字辈；第七代“治”字辈虽记载了14人，但已分不清房份（可能没再续家谱），只有两人注明是“二房”，其余11人就说不清是第几房的后人了。
更可叹惜的是，第七代“治”字辈14人中，有4人终身未娶（姚治钧、姚治瑞、姚治珠、姚治茂）！有2人虽娶妾却不知配偶姓名（姚治世、姚治璋）！
封建社会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大的“不孝”就是不娶亲，不传续后代，断了祖上烟火！所以，一般不是极端贫困潦倒是一定要娶妻生子的。娶妻的，既使没生儿子，家谱中也要记载，宗轴上有男丁名而无配偶名，说明此时东良姚氏已无家谱了。

这姚氏的第六代、第七代当时该是多么的衰败啊！第六代有三房人不知下落，第七代有几位打了一辈子光棍。可悲！可叹！

姚氏的第六、七代生活在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从社会环境来说，清朝最繁荣的乾隆时期到了末年，农民土地大量被官府、地主并吞，统治集团奢侈腐化、贪污成风，农民起义不断暴发，大清王朝开始衰落的局面已经出现了。
乾隆之子嘉庆皇帝的才能远不可与乾隆相比，他挽救不了大清的衰败！嘉庆元年（1796），东良姚氏的祖籍襄阳王聪儿、姚之富先后发动白莲教起义，转战鄂、豫、川、陕四省，后来虽然王聪儿、姚之富于嘉庆三年（1798）在郧西战死，但其余部仍转战各地六年多。嘉庆八年（1803），白莲教义军曾攻至郧阳。姚之富的起义和被镇压，肯定对襄樊宜城姚家湖姚氏有很大的打击（封建社会对造反者是“诛三族”或“诛九族”），甚至会牵连诛治到郧阳东良姚氏！

从姚碧荣墓碑是嘉庆八年（1803）所立来看，似乎东良姚氏并未受到政治迫害（墓志铭上刻记了襄阳祖籍）。但襄樊姚家的人发动起义，震撼全国，襄樊籍姚姓人家的生意肯定大不景气——那种年代，谁敢与“大逆不道”，起兵反叛朝廷的人打交道呢？当时郧县青山赵家湾弟兄四人，老三参加白莲教义军，最后被“诛三族”！就是一个侧证！
另一个因素是，姚碧荣、姚全义父子在乾隆盛世已经把东良姚氏经营得相当繁盛。但树大招风，东良又靠近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历来匪患频繁，乱兵出没。一旦土匪乱兵袭击，或烧杀抢掠，或绑票勒索，可使富甲一方的人家一夜荡尽家产。若有田产还好说，但姚碧荣、姚全萃父子是经商，姚萃兄弟六人是读书，似乎没涉及田产经营。这样的工商户，一旦遭土匪袭击或乱兵抢掠，结果可想而知。东良姚氏从三、四、五（碧、全、萃）代的兴盛到六、七代（安、治）的极度衰落，是遭匪患兵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因无材料证据不能妄断。但姚氏六、七代人处在一个动荡而多难的时期，他们是无法像姚碧荣那样在康乾盛世正常经营发展的。

3、姚氏宗轴所记的第八代“焕”字辈，境况就更差了。“焕”字辈挂名的是十四房，但男姓只有9人。有五房是只有夫人姓名，无丈夫名；有两房是有丈夫名，无夫人姓氏；还有三人没成家（姚焕启、姚焕统、姚焕全）。在这十四房中，夫妇姓名俱全的只有四户占28%！
“焕”字辈十四房，三户打光棍，七户虽成家，或缺男主姓名，或缺夫人姓氏。夫妇姓名俱全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这第八代的衰败之像真令人吃惊！

东良姚氏的第六、七代已随着国家的衰败而衰落，这第八代所处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社会环境就更差了：一则发生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一则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兴起；一则慈禧太后登上政治舞台。此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真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老百姓求生都艰难啊！

据清同治丙寅年（1866）《郧县志·艺文志·修大龙寨暨四乡寨事记》中记载：“……同治元年（1862）发逆（太平军）由李官桥渡河，横亘数十里，如墙而进，吾乡被杀掳者以数百计。积八昼夜贼踪始绝……”“……三月十七日贼自荆紫关南窜，蚁聚蜂屯（像蚂蚁、蜜蜂那样大量聚集），十昼夜不绝……”处于郧县东乡的东良姚氏，在这样的乱世，每遇匪患乱兵，总是首当其冲要受害（姚氏曾是这一代的大富商），衰败是必然！

4、姚氏宗轴所记第九代“锡”字辈，大约处于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清朝气数已尽，慈禧太后专权，内忧外患频仍。只有戊戌变法之前的十余年里，由于潮流推动，清政府被迫实行了部分社会改良，社会才呈现短暂安宁。郧县现存的不少老家谱，就是那一时期修撰的。姚氏宗轴估计也是那一时期制作的。

姚氏宗轴所记第九代“锡”字辈，只有四人。三个终身未娶（姚锡君、姚锡禄、姚银钧），另一户只有配偶万氏，没有男主姓名。当然，这只是已经故去的“锡”字辈四人。当时姚家营健在的“锡”字辈肯定还不少。只是从这已故的四人状况来看，姚氏已高度衰落，没有了始迁祖姚碧荣创业时的那种辉煌气象。
兴也罢，衰也罢，聚也罢，散也罢，姚氏宗轴所记都已成为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唯有国家昌盛，家族才可能兴旺发达！好在姚氏已走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走到昌明繁荣的今天，人丁兴旺，气象峥嵘。今日姚氏，一定会在新时代创造新的辉煌，上以告慰开创基业的始迁祖姚碧荣及列祖列宗，下以开启姚氏后来的代代子孙，发扬光大姚碧荣开拓奋发的创业精神，在昌明盛世谱写出姚氏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辉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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